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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信息素是动物进行社会交流的重要媒介, 它是否同样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尚无定论. 人类所具有的高度适

应性的社会行为模式、驳杂多变的外分泌物、以及部分退化的嗅觉解剖结构, 使得对人类信息素的行为效应、物

质组成以至神经机制的探索充满了希望与挑战. 现有的证据提示人体的气味在多个方面表现出类似信息素的效

应, 包括触发固有行为、调节内分泌水平、传递社会信息、诱发情绪起伏甚至认知变化等等. 其中, 两种类固醇物

质雄甾二烯酮和雌甾四烯被视为“准人类性信息素”, 二者依据接收者的性别和性取向而选择性地传递性信息、调

节情绪与注意, 并对下丘脑产生特异性激活. 这些发现深化了对人类化学信号与人际交流的认识, 也为进一步的

研究提供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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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 为了争夺生存和繁衍的

机会, 动物不仅需要有效地探测外界环境中的危险和

资源, 还需要根据种系内部其他成员的状态协调自己

的行为, 如求偶或者划分领地. 媒介种系内部成员间

社会信息交流最常见的载体是信息素(pheromone). 根

据Karlson和Lüscher[1]的定义 , 信息素指的是由个体

分泌到体外, 被同物种的其他个体通过嗅觉器官察觉, 

并引起后者特定反应的物质. 它也被称作外激素, 区

别于生物体内部的化学信息物质—激素(hormone).  

信息素的发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 当时, 法国

的自然学家Jean-Henri Fabré[2]在他的实验中发现一

只雌性的帝王蛾(Saturnia pavonia)可以吸引几十只

的雄蛾. 即使把雌蛾的笼子遮盖上, 只要不是完全密

封, 雄蛾仍然会飞向雌蛾. 这些现象使他相信, 这种

吸引一定是化学性的 , 尽管他并没有闻到雌蛾的什

么味道. 事实上, 现在的研究发现, 很多对其他动物

很重要的化学物质并不能引起人类的气味感知. 19世

纪50年代末 , 由Butenandt领导的一个德国研究小

组[3]提取并确认了蚕蛾(Bombycidae)的信息素蚕蛾醇

(bombykol)—化学成分为反-10, 顺-12-十六碳二烯

醇. 他们使用30多万只雌性蚕蛾, 仅获得5.3 mg蚕蛾

醇 , 然而 , 每只雌性蚕蛾所散发出的微量的蚕蛾醇 , 

却足以吸引很远距离之外的雄性蚕蛾 . 这是人类首

次成功识别一个信息素的化学成分.  

信息素也广泛地被包括哺乳动物在内的更高等

的动物所使用[4~6]. 举例来说, 雄性小鼠(Mus musculus) 

尿液中的成分甲硫基甲硫醇 ((methylthio) methan-

ethiol)有吸引雌鼠的效果[7]; 未性成熟小鼠泪腺中的

外分泌腺分泌肽22(exocrine-gland secreting peptide 

22)能抑制成年小鼠对其的性行为 [8]; 发情期的雌性

仓鼠分泌的蛋白质aphrodisin可诱发适龄雄鼠的繁衍

行为 [9]; 公猪(Sus scrofa domestica)唾液中所含的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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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酮(androstenone)可直接引起发情期母猪做出交配

姿势 [10]; 而母兔(Leporidae)乳汁中的2-甲基-2-丁烯

醛(2-methybut-2-enal)能够启动并引导初生兔子寻找

乳头的行为反应 [11]. 除了繁衍和养育后代 , 不同类

型的信息素媒介着社会行为的众多方面, 包括踪迹信

息素(trail pheromone)、领地信息素(territorial phero-

mone)、聚集信息素(aggregation pheromone)、分散信

息素 (dispersion pheromone)、驱逐信息素 (repellent 

pheromone)、社会信息素(social pheromone)以及示警

信息素(alarm pheromone)等.  

生物产生的信息素物质被分泌到体外后 , 需要

依靠接收者的嗅觉系统进行解码和识别 , 从而诱发

特定行为或生理反应. 大多数的两栖类、爬行类和哺

乳 动 物 都 拥 有 主 、 副 两 套 嗅 觉 系 统 : 嗅 上 皮

(epithelium)是主嗅觉系统的感受器官 , 它将信号传

导至大脑内的嗅球(olfactory bulb), 进而上传至梨状

皮层(piriform cortex)、杏仁核(amygdala)、眶额皮层

(orbitofrontal cortex)等区域 ; 而犁鼻器(vomeronasal 

organ) 则 是 副 嗅 觉 系 统 的 感 受 器 官 , 经 副 嗅 球

(accessory olfactory bulb)中转向杏仁核、下丘脑

(hypothalamus)等脑区投射[12]. 犁鼻器的嗅觉感受器

(V1R和V2R)和嗅上皮的嗅觉感受器 (Olfactory re-

ceptors, OR) 虽 然 皆 为 G 蛋 白 耦 联 受 体 (G pro-

tein-coupled receptors), 但它们在神经元上的表达方

式以及将化学刺激传导为电神经冲动的信号传导方

式上差异非常大 [13], 显示两者的演化过程可能是相

互独立的; 相应地, 这两个器官的感受器连接到上一

级 (分别对应于副嗅球和主嗅球 )的模式也不尽相

同 [14]. 生物学家们曾一度认为犁鼻器和嗅上皮有着

完全不同的任务分工, 犁鼻器负责信息素加工, 而嗅

上皮负责编码一般性的气味 . 但最近的行为和内分

泌方面的证据显示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也更为有趣: 

依据物种的不同 , 信息素和一般性的气味可以分别

由犁鼻器和嗅上皮编码 , 也可能同时由两者编

码[7,15]. 上面举的几个例子中对信息素的编码有的发

生在副嗅觉系统(如外分泌腺分泌肽22, aphrodisin), 

有的则发生在主嗅觉系统(如甲硫基甲硫醇、雄烯酮).  

那么 , 人有信息素吗? 信息素可以影响人类的

行为吗?  

人类的皮脂腺和顶浆分泌腺(apocrine gland)的

数量和体积都高于其他猿类[16,17], 就这一点而言, 人

类是猿类中最具气味的一种了 . 这些腺体释放出大

量的天然物质包围着身体 , 使得每个个体有了复杂

的、各不相同的气味. 然而, 和大多数动物不同, 并

没有证据表明人类拥有具有功能性的副嗅觉系统 , 

因此人类的嗅觉加工仅仅依赖于主嗅觉系统[18]. Ro-

driguez等人[19]在人体中发现了V1R(犁鼻器中的主要感

受器)的同源基因VIRL1(V1r-like gene-1)的mRNA, 它

在嗅黏膜中表达, 提示人类的主嗅觉系统可能部分具

有其他动物中副嗅觉系统的功能. 人类以视觉, 而非

嗅觉, 作为主导信息来源. 诸多在动物中“一嗅钟情”的

故事, 在人类世界似乎被“一见钟情”所取代. 但值得一

提的是, 人类同样有着敏锐的嗅觉能力, 可以分辨不

同气味间的细微差别[20], 在视觉信息不明确的情况下, 

社会性的化学线索甚至可以调制视觉社会认知[21,22].  

Jacob和McClintock[23]梳理了部分关于人类信息

素的实验证据, 认为它们指向4类信息素: 直效信息

素 (releaser pheromone)、启动信息素 (primer phero-

mone)、通讯信息素(signaler pheromone)和调节信息

素(modulator pheromone).  

直效信息素的特点是引发快速而可靠的行为 , 

像开关一样 , 一旦呈现就可以开启某种特定的反应

模式. 这类信息素主要在动物中出现, 如上文提及的

雄蛾被吸引 , 雄烯酮引起发情期母猪做出交配姿势

等 . 人类社会系统以及个体的社会行为相对动物复

杂许多 , 这使得“开关”启动的行为模式极难辨认与

确定. 目前比较清晰的证据来自于母婴互动, 母亲乳

房的气味可以吸引新生儿的注意并诱发他的朝向运

动 [24]. 由于这些新生儿毫无后天经验 , 他们对母亲

乳房气味的反应被认为是天生而固有的.  

启动信息素能够使接收者的内分泌水平发生缓

慢而持久的改变, 甚至开启新的发育进程. 现有的关

于人类启动信息素的最强的证据是“月经同步”现象

(menstrual synchrony): 生活在一起的女性 , 月经周

期趋于同步 . 研究发现 , 当女性处于卵泡期后期时 , 

其腋下的物质缩短了闻到它的女性的月经周期 , 而

同样的女性处于排卵期时 , 其腋下的物质却可延长

闻到它的女性的月经周期[25].  

Karlson和Lüscher最初关于信息素的定义, 只涵

盖了直效信息素和启动信息素 . 而随着哺乳动物信

息素研究的展开 ,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信息素作用

的形式可能更为复杂和微妙 . 其中包括传递释放者

的性别、身份、甚至情绪状态等多种信息, 这一类信

息素被命名为通讯信息素. 对人类而言, 可以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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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味中分辨其性别[26]、年龄[27], 并具备分辨自我和

他人体味的能力 [28], 母婴间甚至可以仅凭气味互

认 [29]. 脑成像证据显示 , 自我的气味不仅激活嗅觉

区域 , 还激活加工自我相关信息的右侧额中叶区

域 [30]. 个体释放的气味受控于人类白细胞抗原

(human leucocyte antigen, HLA)[31], 并影响着择偶 

行为 [32,33], 更倾向于找寻与自身HLA类型差异较大

的个体 , 以优化后代的基因 . 然而这一点并不为个 

体有意识觉知 , 故其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可能被低  

估了[34].  

在关于人类信息素的研究结果中 , 信息素的效

应目前多数表现为调节接收者的情绪而非引起典型

快速的行为反应 , 行为反应可能只是情绪变化后的

结果 [15]. Jacob和McClintock据此进一步拓展了信息

素的范畴 , 把引起接收者的情绪起伏乃至认知变化

的信息素称作调节信息素 . 焦虑状态下分泌的汗液

能够消除阈下积极面部表情所产生的情绪启动效

应 [21], 并增强惊跳反射 [35]. 恐惧状态下分泌的汗液

会影响闻到它的个体的情绪知觉 [22], 并使其认知反

应更慢但更准确 [36]. 厌恶或高兴状态下分泌的汗液

也被发现可以使接收者的面部表情、吸气量和认知方

式产生相应的变化[37,38]. 虽然, 反面观点认为, 即便

是植物的气味都有可能影响到接收者的情绪—嗅

觉系统与边缘系统天然的紧密联系本身可能塑造了

这样的效应. 然而, 体味中所传递的情绪信息并不能

简单的解释成它的气味特征: 被试多无法依据气味

特征区分研究中所使用的嗅觉材料 [39]. 更有研究发

现, 没有明显气味的人的眼泪也可能包含信息素, 并

影响接收者的生理状态[40].  

上述列举的各类效应所对应的信息素物质的化

学组成尚不为人知 , 它们为人类信息素的存在提供

了线索而非明证 . 人体分泌物的成分和人的行为都

极其复杂 , 确认某个或某几个物质对接收者的特异

性效应无疑是科学家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41].  

目前 , 仅有两种物质被认为是人类信息素的有

力候选者 , 它们是雄甾二烯酮(androsta-4,16,-dien-3- 

one)和雌甾四烯(estra-1,3,5(10),16-tetraen-3-ol). 虽然

尚缺乏系统的离体和在体实验明确它们的生物活性

和作用机制 [41], 但这两种类固醇的来源与效应具有

明显的性别特异性 , 故而被称作 “准人类性信息

素”(putative human sex pheromone)[42]. 雄甾二烯酮主

要存在于男性的精液和腋下的皮肤及毛发上 [43]; 雌

甾四烯最初发现于女性的尿液中 [44]. 雄甾二烯酮可

以提高女性交感神经兴奋性、激发正性情绪、降低负

面情绪 [45~48]. 雌甾四烯则对男性的自主神经反应及

情绪产生作用 [49]. 更为关键的是 , 这两种类固醇物

质可以有效地依据接收者的性别及性取向传递性别

信息, 从而影响接收者的性别知觉[50]. 其中, 雄甾二

烯酮作用于异性恋女性和同性恋男性 , 使他们更多

的将视觉性别线索模糊的对象判断为男性; 相反, 雌

甾四烯作用于异性恋男性 , 使他们倾向于将视觉性

别线索模糊的对象判断为女性; 对于双性恋倾向的

女性而言, 这两种物质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效果. 在

脑内 , 雄甾二烯酮和雌甾四烯同样以一种基于接收

者性别及性取向的方式激活下丘脑——一个对于基

本生理活动及繁衍行为具有重要意义脑区 [51,52]. 具

体来说 , 雄甾二烯酮显著激活了异性恋女性和同性

恋男性的下丘脑, 而雌甾四烯恰恰相反, 显著激活了

异性恋男性和同性恋女性的下丘脑.  

值得注意的是 , 实验中使用的剂量往往远超实

际人体分泌物的浓度 , 而浓度的差异可能带来效应

的变化[53]. 此外, 雄甾二烯酮和雌甾四烯的作用还会

受到接收者的生理状态(如月经周期)[39]和情境[49,54,55]

的影响 . 这也与部分动物实验的结果一致: 一方面 , 

信息素的合成、释放乃至对它的解码会受到体内荷尔

蒙水平的调制[56~58]; 另一方面, 个体所处情境与过去

学习经验可以改变其对信息素的敏感性以及信息素诱

发的行为反应[59,60]. 这一系列因素在日常行为中的复

杂交互, 增加了解析信息素效应的难度.  

时至今日 , 人类释放和接收信息素的神经内分

泌机制及其涉及的环路基础还是未解之谜 . 人的嗅

上皮和嗅球如何区分编码信息素和非信息素气味 , 

并把相关信息传递到下游脑区? 不同的信息素有不

同的信号通路吗? 信息素的作用都是意识水平下的

吗? 可以有效地利用信息素的种类和剂量操控人的

心理和行为吗?  

一面是驳杂多变的个体分泌物 , 一面是高度适

应性的复杂的人类行为, 中间是如黑箱般的释放-接

收机制, 人类信息素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探索

的道路总是荆棘丛生又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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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ommunication via airborne chemicals is ubiquitous in the animal kingdom. Such active substances were 
designated as “pheromones” by Karlson and Lüscher in 1959. As specified by the original definition, pheromones refer to 
substances that are secreted to the outside by an individual and received by a second individual of the same species, in 
which they release a specific reaction, for example, a definite behavior or a developmental process.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a number of pheromones with distinct function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invertebrates as well as in mammals. In the 
case of mammalian pheromones, recent findings reveal that some of them are processed in the main olfactory system, 
contrary to the traditional belief that mammalian pheromones are exclusively encoded by the vomeronasal organ and act 
through the accessory olfactory system. Humans are thought as the most highly scented ape of all in terms of numbers 
and sizes of sebaceous and apocrine glands. The search for human pheromones, however, has met with less success. The 
challenges lie in several aspects: (i) Human behavior is highly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ii) Human secretions contain 
an enormous number of components with changeable concentrations; and (iii) Unlike most mammals, humans do not 
have a functional accessory olfactory system and rely solely on the main olfactory system to process airborne chemical 
compounds. Nonetheless, humans possess at least one functional V1r-like gene, a counterpart of the V1r genes that 
express pheromone receptors in rodents. Moreover, there has been accumulating evidence indicating that human body 
odors exert a range of pheromone-like effects on odor recipients. These include triggering innate behavioral responses, 
modulating endocrine levels, signaling social information, and affecting moods and cognition, in line with the roles of 
releaser, primer, signaler, and modulator pheromones, respectively. In particular, two human steroids—androsta-4,16,- 
dien-3-one, the most prominent androstene present in male semen, in axillary hair, and on axillary skin surface, and 
estra-1,3,5(10),16-tetraen-3-ol, first identified in female urine, are considered “putative human sex pheromones”. They 
have been shown to convey sexual information, modulate mood state, alter autonomic responses, and activate the 
hypothalamus in manners contingent on the recipient’s gender and sexual orientation yet below his or her awareness. The 
findings to date have furthered our understandings of human chemosignaling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have 
paved the way for future investigations of human pheromones. Identifying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release and 
detection of human pheromones and molecularly characterizing them represent important directions for futur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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